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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及网络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红出海，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员。 不过，
基于商业逻辑的个体营利需要的“网红”与作为基于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塑造及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体制需求的国家

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张力。 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海成功的网红们，在视频生产和传播的内容选题、视听语

言以及传播视角等方面有着一些共通的特征特色。 基于内容生产和传播互动过程中的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最终

建构是其取得成功的本质因由，而这也是协商网红个体与国家间对外传播张力的基础。 出海网红们的个案和经

验，可以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样本，甚至可以将其纳入整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

系。 因而，要站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高度对网红出海进行引导，从而赋能民间及个体的中国故事讲述，进而全面

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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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的繁荣及网络平台的发展，使越来越

多人以网络主播的身份投身到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中，以期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随着国内竞争

的加剧，也有众多网络主播选择另辟蹊径，在国际平

台面向海外受众进行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虽然绝大

部分面向海外的网络主播没有取得现象级的成功，
但也有如李子柒一样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国际

舆论场中获得用户一致好评的“网红”。 李子柒等

这些非官方的个体传播者的内容生产无心插柳地代

表并传播了中国的正面形象，潜隐并事实地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

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

中国特色” ［１］这一对外传播的总体规划与要求。 不

过，基于商业逻辑的个体营利需求的“网红”与作为

基于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塑造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２］的对外传播能

力建设体制需要的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张力。
出海网红们的成功个案，可以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

和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样本，甚至可以将其

纳入整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系，前提是允许或

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二者之间对外传播直接目的不同

所带来的张力。 因此，对成功个案进行总结和提炼，
深挖其背后的传播逻辑及理论因由，就显得极为重

要。 在此基础上，站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高度进

行引导，从而赋能民间及个体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建
构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进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
更加必要。

基于此，本文以国际最有代表性的视听平台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为例，选取其影响力和订阅户最多的面向

海外传播的三位中国网络主播———李子柒、办公室

小野、滇西小哥，对其传播特色和传播内容进行分

析， 以求在个体营利与国家跨文化传播之间建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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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消弭张力，从而寻求更好赋能网络主播出海，增
进文化交流，探索有益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一、出海的网红：平台抉择与
职业化生产

　 　 “网红”简单可以理解为在网络上走红的人，这
是一个出现并未有多久、富有时代感且经历了转变

的概念。 网红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最先开

始指的是在网络论坛主动或被动出名的人，最初具

有负面的意味，例如初代网红“芙蓉姐姐”“凤姐”等
以“黑红”为特色的人。 彼时网络新兴且未占据人

们的生活，网红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奇观”和

“审丑”出现进而为人们所关注的。 随着互联网成

为社会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或希望成为

网红，尤其是短视频、直播出现，世界已视频化［３－４］

后，网红逐渐由负面向中性转变。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后期以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短视频、直播

进行生存的个体越来越多。 随着网红的外延变大，
基本上网红成为有一定粉丝量和影响力的相对成功

的网络主播的代名词。 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

过 １．８ 亿个（多平台非去重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职业主播数量已达 １５０８ 万人［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年底，其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超 １ 亿个［６］ 。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将

网络主播正式认定为 １９ 个新职业之一，将其定义为

“基于互联网，以直播、实时交流互动、上传音视频

节目形式发声、出镜，提供网络表演、视听信息服务

的人员” ［７］ 。 由于其巨大的体量和逐渐普及的社会

认知，由网络主播为主要代表的网红，也逐渐成为大

众中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１．从声名到职业

国内网红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契合或同步于国际

上以网络为生的人群。 相对于国内网红的概念，英
语世界的网红（ｍｉｃｒｏ－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一词最早公开于特

蕾莎·森福特对于美国网络视频女郎（ｃａｍｇｉｒｌｓ）的
研究［８］ ，她将网红定义为“利用网络技术如视频、博
客以及社交网络进行在线表演以提升自己名气的那

些人” ［９］ 。 由于最初的网红研究基于网络视频女

郎，也因网红有较强的性别属性，因而性别视角是网

红研究的主要进路之一。 当网红成为一种潮流且有

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进来后，男性网红也成为研究

关注的对象［１０］ 。 在森福特之后，学者们不断拓展

对网红的研究，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理论和视

野［１１－１２］ ，对这一群体又有网络名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ｅｌｅｂ⁃
ｒｉｔｙ） ［１３］ 、影响力者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 ［１４］ 等不同命名。
可见，声名［１５］ 是网红们寻求的目标。 虽然早期网

红活跃于网络媒体中的目的不同，但随着数字基础

设施的完善，社会与经济生活逐渐数字化，借由声名

实现对经济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共识。 从劳动或经济

尤其是数字劳动的视角对网红进行研究，成为另一

重要进路。 伴随数字网络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数字平台进行非物质劳动来获取

报酬，对数字劳动的认知也由一种免费的劳动［１６］

逐渐向一种寻求收益的劳动［１７］ 转变。 当短视频、
直播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传播和社交方式后，作为

网红主要生成和指代对象的网络主播，就开始寻求

以声名为中介进行利益转化向主要通过职业或劳动

的方式获取报酬方式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网红

逐渐完成了职业化的转型，从而彻底地扭转了其早

期命名中负面的内涵。
２．从本土到海外

各式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为网络主

播声名探求和越来越职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现的条

件和保障。 从社交媒体的角度而言，从微博、微信到

快手、抖音等，也见证了其内容生产与传播由文字逐

渐向视频转化的过程。 受平台与平台之间特色及

“调性”不同、主播们的创作特色以及用户们的消费

习惯的变化等影响，网络主播们会随社交媒体平台

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地在平台间迁移，即从一平台转

战其他平台，学界将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这种行为

命名为“网络迁徙”。 有学者将网络迁徙归纳总结

为“场所迁徙”和“注意力迁徙”两种迁徙类型［１８］ ，
前者一般指长时间弃用某一平台而转向其他社交媒

体平台；而后者则主要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将注

意力分散到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为。 虽然很

多网络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一般用户对社交媒体

使用的研究，但网络主播作为一种特殊的用户，也会

遵循声名获取及经济收益最大化的逻辑来寻求最优

平台。 平台迁徙的更进一步发展是随着复媒体［１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ｄｉａ）理念及实践的深入，基于经济

理性，网络主播们会选择在众多平台间“摇摆” ［２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ｗｉｎｇ），也即其生产的内容在不同平台间

分发，以获得最佳的传播流量和经济回报。 从网红

的发展历程和网络主播的平台实践来看，网红们的

网络迁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转变。 一是从社交媒

体平台的属性来看，网络主播们经历了从文字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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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向以短视频、直播为主的平

台迁徙过程，在此过程中以识字教育为主的文化资

本对于网络主播的从业影响越来越小，这也是越来

越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成为网络主播的缘故。
二是从传统境内外“空间”划分来看，随着国内平台

竞争的加剧以及短视频、直播平台全球化的发展趋

势，网络主播们渐次由着力国内平台开始转为耕耘

国际平台。 这种转变有两种实践方式：一种是将生

产制作的内容在国内国际平台间同时分发，一种是

完全深耕境外平台。 从本土发展到向海外进军，网
络主播们需要基于平台生态和场景的变化而进行相

应的内容生产与调试，这既给网络主播的生存发展

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也促成了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
同时客观上那些具有较强民族和国家特征的主播及

其内容，也成为“中国故事”讲述的组成部分，而这

是本文分析和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生活化的中国：面向海外 Ｚ 世代的
内容生产及传播特色

　 　 以国际为舞台、主要面向海外受众进行跨文化

传播为主的网红，是网红细分的一种。 他们的出现

和发展体现了视频化内容生产和传播由本土向海外

进行拓展的新趋势。 虽然与面向国内的网络主播相

比，他们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小，但其代表性意义及国

际传播价值等不容小觑。 综合 ＳｏｃｉａｌＢｌａｄｅ 以及 Ｓｏ⁃
ｃｉａｌＢｏｏｋ 等的统计数据①，剔除相关干扰项，目前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真人出境、以中国本土为创作背景但面

向海外受众为主（即讲中文，但配备英文字幕，视频

评论以外文为主）的网络主播按订阅数排前三位的

分别是李子柒 （ ＠ ｃｎｌｉｚｉｑｉ）、办公室小野 （ ＠ Ｍｓ⁃
Ｙｅａｈ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和滇西小哥（＠ ｄｉａｎｘｉｘｉａｏｇｅ）。

订阅排名第一的李子柒，是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注册的

账号，已上传了 １２８ 个视频，到数据统计时订阅用户

数是 １９１０ 万。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李子柒上传视频

《我们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后，
其主页就停止更新②。 排名第二的办公室小野账号

注册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已上传了 ４３５ 个视频，用户订

阅数为 １３８０ 万。 滇西小哥的账号注册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上传的视频有 ５０８ 个，拥有 １０９０ 万位订阅用户。

出海的网红众多，为何是这三位成为前三名？
尤其是李子柒因为商业纠纷停更“三年”，依然居于

中国出海网红的第一，地位至今无法被撼动。 李子

柒等人在海外传播取得成功，可被总结并一定程度

上可供复制的经验是什么？
李子柒在海外取得的成功曾引发了众多的关

注，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对其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总

结。 有学者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分析，认为李子柒通

过拟古女性形象的“破”与“立”满足了外国观众对

中国“田园美人”的想象；通过对自然风光国画底色

的诗意描摹满足了其对中国“田园美景”的想象；通
过展示新古典主义审美范式与东方精神的饮食文化

满足了不同国家受众对中国 “田园美食” 的想

象［２１］ 。 也有学者认为，镜头语言润物细无声、精耕

短视频内容、传播视角生活化、深层文化的解构，这
使李子柒的短视频满足了受众的期待，在一定程度

上为其赢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奠定了坚实基础［２２］ 。
也有学者指出，李子柒的视频之所以能够深受城市

及海外人群的追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呈现的是

“一种按照标准的田园梦所构建的拟像”，而非中国

“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 ［２３］ 。
基于三位代表性的网络主播视频内容的文本细

读以及对于其视频下评论的内容分析，本文认为，跨
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其取得传播和商业等成功

背后的本质因由和理论逻辑。 所谓的跨文化情感共

同体是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主体间基

于传播内容形成的共同或共通的情感体验。 主要面

向海外 Ｚ 世代进行传播的网络主播们，他们的内容

生产和传播，至少在视频内容的题材选择上、在视频

制作的视听语言上以及在视频内容的传播视角上，
契合了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而这些起初

可能是探索性的策略又契合了 ＹｏｕＴｕｂｅ 的平台特色

与算法机制，从而共同造就了这些主播的成功。
１．内容选题：移情、反思与想象

排名前三位的主播的视频内容，如果提取其共

同的关键词的话，即是美食。 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

视频内容以中国乡村为背景，将美食与传统文化、田
园风光等相结合，而办公室小野则以办公室为空间

背景，将带有创意性的美食生产与加工作为输出内

容。 可见基于日常生活的加工而进行传播，是其共

同的特点。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海外受众对

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流行文化、传统文化更感兴

趣” ［２４］的研究结果。 以美食、中国乡村、传统文化

以及最常见的办公室场景等为元素进行视频的生产

和传播，迎合或契合了海外受众的想象、移情和反

思。 在选题内容上，从以下三个方面与海外受众的

接受达成了一定的情感连接与共鸣。
第一，符合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异域想象，同时

０６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又有一定程度的反叛与修正。 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 ［２５－２６］ 已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一种事实，但中西方的文化隔膜尤其是普

通民众对于彼此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以传统媒介

的宣传为基础的想象层面，西方受众对于东方尤其

是中国的想象尤甚。 李子柒等的视频内容基于美

食，传达了一个基本上符合西方对于中国作为一个

异域东方想象的世界。 这个世界既有完全符合西方

想象的传统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的一面，
这可视作对其想象的部分反叛或修正。 由此，基于

其已有的经验，结合视频的呈现，受众的心理和情感

的接近与接受便得以达成。
第二，达成传递信息与建构意义之间的协商。

李子柒、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的信息

传达是较为清晰的，因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会较少乃

至消除其文化折扣［２７］ 。 然而，作为内容生产的意

义建构与解读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原有内容及信息

的完全框定。 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基本呈现

了一个可以预期但又有些不同的中国社会及其生

活。 受众的意义解读与建构基本建基于内容生产，
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意义的增值，加大了对于内

容所呈现世界的情感投入乃至认同。 由此，内容生

产与意义建构在海外受众间达成了正向的协商结

果，而这又进一步促进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第三，情感带入与对现代性反思的内心契合。

有学者认为，李子柒等的短视频之所以能受到海内

外观众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恰是因为其切中了加速

社会中现代人过度焦虑的痛点，并通过建立一种崇

尚古风生活、维护传统价值的文化潮流和新情感结

构，尝试为人们摆脱“现代性焦虑”提供一种新的途

径［２８］ 。 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主体的没落、焦虑的

增加、心灵的失据乃至精神的安放等，成为现代人尤

其是物质可能极大丰富的 Ｚ 世代所共同面临的困

境。 李子柒、办公室小野以及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
虽然是生活的现实呈现，但也是一种提纯和净化后

的表演，更提供了一种纾解的渠道和问题解决的一

种“理想”的途径。 这种悠闲、缓慢又带有创造力和

生命力的视频内容较为完满地契合了 Ｚ 世代的精

神需要，在情感上达成共识。
２．视听语言：留白、写意与趣味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曾提出：“任何交流都

表现为高语境、低语境或中语境。” ［２９］ 不同的传播

语境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在高语

境文化传播中，人与人在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含蓄

且内隐，往往是经过精心编码的，人们更加关注“语
境”而不是“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双方要利

用相应的背景文化知识以及情境处理信息，中国属

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 虽然霍尔的研究是基于语言

的人际传播，但可据此将其开拓，来分析为何作为高

语境的中国文化，可以在传播过程中达到低语境的

效果，从而为海外的受众所接受？ 影像或视听语言

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于人际交往语言表述的迂回与含蓄，也不

同于虚构的相对复杂的影视作品需要一定的文化或

知识储备，李子柒等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简单

而直接，即通过视频表现某一食物生产加工的过程，
这将意义的传输全部集中于“内容”，将“语境”基本

只化约为中国这一符号。 因此，海外受众在内容的

接受和理解上不会存在障碍。 而在此过程中，三位

网络主播的视频内容生产，都使用尽量少的语言，而
在视听内容上更多地以留白、写意、纪录的影像风格

并加入有趣味的细节呈现，来表意传播。 从跨文化

情感共同体建构的操作策略而言，无论是有意的还

是无意的，这无疑是成功的。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因为地理环境的

隔阂、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语言、传播技术等相互隔

离，导致了社会习俗、宗教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

和社会制度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３０］ 。 语言和文字

交流曾在很大程度上为跨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

碍，不过视频时代的来临，使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得到了改善。 不同媒介形式的传播内容，实际上会

极大地影响其传播者及受众的内容生产与消费的抉

择。 比如脸书的算法系统就不断地随着平台的发展

而发展，由前期更倾向于促进信息在家人和朋友之

间的传递，即所谓的“有意义的互动” ［３１］ ，变为现如

今以用户为导向， “重视用户认为有价值的内

容” ［３２］ ；而 ＹｏｕＴｕｂｅ 的“算法推荐并不追求真实、平
衡或民主系统的健康，而是让人们在平台上花费更

多的时间” ［３３］ 。 这也是为什么三位主播在 Ｙｏｕ⁃
Ｔｕｂｅ 和脸书以及 Ｔｗｉｔｔｅｒ 都同步发布了内容，而只有

以视听内容为主特色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 获得了最多的订阅

数并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因由。
李子柒等视频形式的内容生产与 ＹｏｕＴｕｂｅ 的平

台特质相吻合，平台的算法机制也使其用户黏性较

高，这保障了视听内容的传播和接受。 同时，三位主

播对于视听语言的风格化运用，首先，降低了语言壁

垒，比如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视频多以纪录为主，极
少有语言解说；办公室小野的视频虽然有语言，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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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增加趣味性，而不是为表意，受众对其内容的

理解完全不需要通过语言的辅助。 用内容的物质性

且不需要转译的影像来具象化传播，以生成共通的

情绪和情感。 其次，影像对于网络主播们传播内容

的符号化表达和视觉传播，不太会遭遇理解和认同

的困难，可以最大化地降低文化折扣［３４］ ，又由于视

频内容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展演，使其意识形态解

读大大降低。 最后，运用有中国特色的影像记录语

言，比如留白的、写意的。 影像画面中对于中国文化

元素的抓取和展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加放大这

些元素的优点，将想象具化，从而产生浸润式传播的

效果。 这些都是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在形式层面

必不可少的保障。
３．传播视角：个体、非精英与性别

除了内容选题和影像语言的利用外，三位网络

主播在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内容生产的传播视角的

选取，也是其能够与海外受众建立跨文化情感共同

体的重要原因，而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在事实上的建

构又是其取得成功的因由。 详细分析三位网络主播

的视频内容，可以析出三者视角的共性，即将个体、
非精英与性别相结合的传播视角。

第一，个体而非集体或国家，且第一人称的传播

视角，是三位网络主播都采用且最重要的视角。
“个人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赋予跨境信息以情感

温度，具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３５］ 个体的

生命探索和生活追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具身

性和可借鉴意义，其鲜活性和真实感，是非个体视角

难以实现的。 因此，我们看到三位网络主播都是在

最大程度减少设计感的基础上，进行个体生活的展

示，这既便于海外受众理解，同时也能在最大程度上

规避受众的意识形态和传播偏见。
第二，三位网络主播的传播视角都是大众、平民

化的，而不是精英化的。 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人物

形象设定是村民，而办公室小野则是职场的小人物。
这些基于真实身份的“人设”，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内

容生产具有可信性，也让受众更容易接受内容。 一

方面，大众且平民化的内容生产并不具有很多需要

知识解读的障碍，而大众且平民化视角下的内容生

产应是海外受众更想更愿意看到的内容，这也反向

地解释了其成功的因由。 另一方面，非精英化的视

角和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之间具有天然的匹配

度，这看似一种自然而然的视角选定，实质上是一种

必然的抉择。
第三，性别视角的运用。 三位网络主播都是女

性，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偶然，而是因为女性视

角与其内容传播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情感勾连性。
在对外传播中，使用情感相关的因素要比不使用情

感相关因素更能吸引海外受众的注意力和关注度，
对于那些偏向人类情感和感性的信息，受众往往会

第一时间注意到，并且在有相同的感受或经历时会

产生情感共鸣［３６］ 。 而三位主播的内容生产在情感

因素的使用上，恰恰凸显了性别的优势，从而展现了

更加生活化的中国。
不过，传播视角并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而是个

体、非精英和性别视角在视频内容生产交互过程中

起作用。 内容选题、视听语言以及传播视角共同交

互所产生的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化学反应是三

位主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由。 网络主播有其传播的

个性和特点，这是其能取得成功且很难被取代的核

心竞争力，同样也是为什么李子柒有众多中外的模

仿者，而其虽然停更了三年也没有超越者的原因。
除此之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策略性元素可以综合

利用，服务于未来网红出海，使更多成功成为可能。

三、个体与国家：两种逻辑的
张力与协商

　 　 网络主播出海是其职业化过程中的平台抉择行

为，而成为“网红”则是其最渴望达成的结果，这意

味着声名与经济收益的双重实现。 同时不能忽视的

是，因为出海网红的身份和内容生产都基于中国本

土，天然地带有传播和形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功能与

作用。 有学者就认为：“在当前‘西强东弱’的国际

传播秩序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形下，通过以普通

民众为传播主体、以差异化个体叙事为传播内容、以
社交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民间渠道来布局国家品牌的

传播，将成为提升国家形象的突破口。” ［２４］ 社交媒

体也被认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它既可以对传统媒体导致的负面看法起到纠

偏的作用［３７］ ，也可以纠正海外舆论，打造积极的国

家品牌，有利于提升一国的正面形象［３８］ 。 因此，对
于这些民间力量，有学者主张发挥其能量和作用，开
展自媒体公共外交［３９］ ，也有学者认为要将民间自

媒体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补充［４０］ 。
出海的网红本身就天然地带有对外传播的功能

和作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对外传播主要是国

家和社会团体发挥作用，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内容

生产与传播为主的出海的网红，则是发挥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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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一主体之一。 因此，他们也是 “讲好中国故

事”、构建国家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然而，作为个体的出海网红及其所代表的民

间群体，“中国”形象和对外传播体系与话语建构背

后的国家和政府，以及传播所要面对的海外受众，三
者间所演绎的关系图谱在跨文化传播与接受中存在

潜在及或隐或显的张力。 这表现在网红出海的目的

是赚取经济收益，其本质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国家的

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目的是提升中国国

家形象，从而争夺国际话语权，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权

力行为。 二者之间的目的及本质不同，因而虽都传

播国家形象、“讲述中国故事”，但其间的张力是显

而易见的。
１．基于市场逻辑的内容生产与流量变现

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所带来的应用转

化往往被视为普通个体传播赋权的有效工具［４１］ ，
从而引发普通个体借之寻求自我展示、社会参与，分
享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获取声名和经济收益。
跨国平台的存在以及产业完善后，网红们可以将其

内容交由专门的代理机构进行海外运作，进而在国

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 三

位网络主播实际上就依循这一路线。 最具代表性的

李子柒，最先是在国内面向本土受众生产其视频内

容，在做出一定的影响力后其团队委托海外有资质

运营商葡萄子传媒集团（ＷｅｂＴＶＡｓｉａ）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

发布视频———该机构是 ＹｏｕＴｕｂｅ 首批认证的 ＭＣＮ
合作单位之一，对李子柒的内容进行了符合平台系

统需求的本土化运作，包括翻译、标注、内容分发等。
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子柒等现象凸显了社交媒

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以下平台化特征：流量中心主

义是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孵

化更加去语境化和个体化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紧密

互动，打造具有优质的观赏性、适度的时长以及丰富

的情感动员能力的产品［４２］ 。 然而，网红们基于流

量及流量变现的内容生产，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和

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虽然短期可能产生一定的话

题效应和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的角度而言，也可能出

现一定的问题。
第一，按照流量逻辑，网红出海生产乡土带有传

统文化意味的视频，最容易取得成功。 于是，有众多

的网络主播们选择生产与李子柒相同类型的视频内

容。 因为全球市场蓝海的巨大，这些网络主播都多

少可以分享一些视频生产的红利。 然而，长久的、表
征的“自我东方化”，也可能产生对中国及其社会更

深的“刻板印象”。 这显然不符合国家对外话语体

系建设中向海外展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追求。
第二，以网络主播为主的个体、民间的传播，缺

少建制化的体制机制保障，如果商业逻辑未能理顺，
则很难保证持续且高质量的传播。 李子柒就由于商

业上的纠纷，停更了三年多。 虽然在停更期间其视

频仍被播放，订阅用户数仍在增长，但停更后影响力

和作用的发挥显然打了折扣。 另外，个体、民间传播

是基于“网红”个人形象及影响力的传播，因此对网

红个人形象管理有着极高的要求。
第三，嵌入平台经济逻辑下的个体生产者面向

海外国际社会展演中国生活，因可能遮蔽国家社会

的真实图景，进而引发国际间认知疏离问题，从长远

的角度而言，并不符合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与形象传

播的诉求。
因此，如何尽量消弭其张力，更好地发挥民间群

体作为传播主体的关键性作用，就成为国家在对外

传播和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思考的问

题。 以李子柒为代表的职业内容生产者拥有优质内

容的持续生产能力，因此，应鼓励更多的中国“网
红”以市场化机制运作出海［４３］ 。 然而，如何在以市

场化的机制实现出海的过程中，让国家起到调节作

用或者与其进行协商，从而更好地完成对外传播话

语权的体系化争夺，就更考验政策制定和实施者的

智慧；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基于什么目的、出发点为

何、本质追求是什么，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实

现这些的前提和基础。 同时，基于这一前提和基础，
个体和国家间就有着巨大的协商空间。

２．基于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共同目标追求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个体民间的内容创作和传

播与捆绑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建制化的官方媒体之间

的内容创作及传播，应是各有侧重且为互补的关系；
这是当下中国对外传播两大媒介化力量，而前者随

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其作用和影

响将会越来越大。 国家或主流的媒体自然也可以借

助海外的社交媒体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事实上，
这也是众多国内媒体出海的现实性且成本较低的抉

择。 然而，官方媒体本身所带有的传播意图以及海

外不同群体对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导致了其传播可

能受限，因而效果的发挥就有可能受影响，比如最近

有关 ＴｉｋＴｏｋ 将标记国有媒体账户并对官方媒体进

行限流的报道［４４］ 即为证明。 基于此，在对外传播

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网红们的作用就更加凸显起

来。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搁置乃至利用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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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强化个体和国家间的协商，并加大国家对网红

们出海的引导和助力，以个体和民间的形式传播国

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最终达成国家话语权的争

夺，似可作为一条对外传播的路径被重视和考虑。
李子柒等生产的视频内容有意无意所传递的价

值观，实际上是从情感层面慰藉了全球工业化和现

代化语境下人们普遍的对生活、工作乃至自然环境

等的焦虑，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于东方异域的想

象。 这些慰藉、反思以及想象有着典型的均质化生

产的特质，体现了比较典型的“东方化”和“自我东

方化”。 它一方面区别于西方，但另一方面又以整

个东方为圈层，中国特质或中国场景并不必然为海

外受众所关注，或者并不是其读解观看的关注点，这
也是为什么李子柒在西方大火之后，越南等国家也

会有相似的内容创作，甚至出现李子柒被误认为是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的情况，以至于李子柒专门出

视频澄清自己国籍。 这也说明了，李子柒的成功，至
少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其国族性的重要性并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那么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本

文认为，李子柒等的内容生产起到了情感动员的效

果，与受众之间建立了情感纽带，最终让传播内容与

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意识形态观众间在社交平台上

基于内容建立了跨文化的情感共同体，这种共同体

是基于人类对于共同生存、生产和生活的追求的反

思和想象。 在此过程中，这些生成于社交媒体的内

容，既建构了一个乌托邦，也生成了一个异托邦。 而

这虽然不是国家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本质追求，但不

失为一种有益且可资利用的资源，基于中国元素的

众多内容的传播，即便其国族性并不见得为国外受

众所重视，但随着内容和中国元素的不断沉浸式传

播与接受，影响的发挥也会是潜移默化的。 因此，从
这个角度而言，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作为个

体的网红和国家达成其目的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二
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主动权实际上掌握

在国家手中。
中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落

实在具体的路径策略上，是要通过实践使其他国家

和地区接受国家形象，这其中有官方和民间两种不

同的认知。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单方面的输出或

宣传，而是打破不同国家间文化壁垒，最大程度地建

立文化亲近，而在此过程中，共情是机制也是桥梁，
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最终建构则是达成目标的条

件、基础与保障。 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个体的内容生

产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最为便宜的基础设施，也为官

方话语的民间运作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在国家层面

对出海网红的孵化和助力上，韩国在某种程度上提

供了一定可资借鉴的经验。 韩国文化运动旅游部推

行并由韩国文化信息院实际运行的“Ｋ－网红” （Ｋ－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项目，针对的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白人网红

的战略管理，它提供的培训、资助以及其他方面的优

惠条件，招募网红以个体的身份对韩国进行传播；而
网红们与国家政府的合作会实际转化为其国家形象

传播和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４５］ 。 从这个角度

而言，国家应该站在国家传播能力提升和话语体系

建构的高度来赋能网红的出海，甚至如韩国在时机

成熟之时，将对象也延拓至海外的网红，将其纳入整

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系，助力其跨文化情感共

同体的建构。

结　 语

情感与国际传播的结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情

感转向，也渐成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其实践却并不新

鲜，只是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和参与主体的多元，而
呈现新的态势。 有学者已经论证了当前国家形象传

播情感回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４６］ ，而更多的研究

则将视野投向情感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运行机制的

研究，挖掘当下跨文化传播中共情研究所存在的问

题，认为应实现从情感共情到认知共情再到联想共

情的层级递升［４７］ 。 也有学者关注短视频生产过程

中的语态，将共情作为面向国际的短视频生产的动

力机制［４８］ 。 还有学者也关注了李子柒、滇西小哥

等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的视频博主，将其统归为中国非遗文

化的跨文化传播，认为讲好中国非遗故事，仍需从在

地文化场景、共享情感类型和共情内在机理三个方

面进行反思［４９］ 。 已有的研究很好地发现了情感作

为一种策略、手段、机制，在跨文化传播内容生产中

的引入和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效。
本研究将作为个体的网红出海作为跨文化传播

的主体之一，将其放置在国际传播的国家战略开展

和布局中，以期揭示其个体或民间的传播行为与国

家战略之间的张力和协商，力图为情感和国际传播

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

建构是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够

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取得传播成功的本质

因由。 基于此，个体和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有达成共

识的基础，也有互相成就的可能。 而在此过程中，国
家需要赋能出海的网红，助力其建构跨文化情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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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而这也是社交媒体环境下国家达成对外传播

目标的最优路径之一。
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构建，长久以来被视为以

国家为主体的责任，因此，将对外传播的战略具象化

为更容易理解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国家而非

个体的叙事，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传播范式［５０］ 。 对

外传播或“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提高中国的国

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其实现的途径在社交

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大转变的情境下，可以不仅仅局

限于国家，以出海的网红为代表的个体，也在此过程

中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在讲好全球

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中国故事，
将中国定位为“文化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
的过程中［５１］ ，就需要国家创新性地利用其与作为

网红的个体之间的张力，赋能个体或民间的国际传

播，从而建立跨文化的情感共同体，最终以多元主体

的共同行动达成在国际传播中能力及体系的建构。

注释

①数据收集及统计时间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 ②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来，李子柒沉寂三年后，突然在包括 ＹｏｕＴｕｂｅ 在内的全平台更新

了《奶奶的衣柜坏了，给她翻新了一下》 《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

间》《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等 ３ 个视频，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

的反响。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李子柒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共上传视频

１３１ 个，订阅数为 ２１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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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张昆，张晶晶．海外社交媒体用户原创内容中的国家品牌传播研

究：以 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对李子柒的评论为例［ Ｊ］ ．新闻与写

作，２０２１（２）：６７－７６．
［２５］ＭＣＬＵＨＡＮ Ｍ． Ｔｈｅ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ｇａｌａｘｙ：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ｎ［Ｍ］．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２１－３１．
［２６］ＭＣＬＵＨＡＮ 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Ｍ］．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３４－３５．
［２７］喻国明．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

“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０（３）：６２－６５．
［２８］曾一果，时静．从“情感按摩”到“情感结构”：现代性焦虑下的田

园想象：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 Ｊ］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１２２－１３０．
［２９］霍尔．超越文化［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９０．

５６１

出海的网红：面向 Ｚ 世代的内容生产、情感共同体建构与跨文化传播



［３０］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 Ｊ］ ．新闻与传播研

究，２０１９（５）：５９－７６．
［３１］ＬＵＡ Ａ．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ｆｕｌｌｙ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８ ）
［２０２４－０８ － 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ｆｆｅｒ． ｃｏｍ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 ｔｈｅ －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

［３２］ＬＡＮＧ Ｋ．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２０２４：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３－１１－０６）［２０２４－０８－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ｆｆｅｒ．ｃｏｍ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

［３３］ＬＥＷＩＳ Ｐ．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ｓ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ｄｉｓｔｏｒｔｓ ｔｒｕｔｈ［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２０２４－０８－０２］．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１８ ／ ｆｅｂ ／ ０２ ／ ｈｏｗ － ｙｏｕ⁃
ｔｕｂｅ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ｄｉｓｔｏｒｔｓ－ｔｒｕｔｈ．

［３４］ＨＯＳＫＩＮＳ Ｃ， ＭＩＲＵＳ 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Ｊ］ ．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１９８８（４）：４９９－５１５．

［３５］任孟山，李呈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新时代经验与可能路径：
李子柒爆红海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思考［ Ｊ］ ．对外传播，２０２０
（１）：１６－１８．

［３６］徐明华，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

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Ｊ］ ．现代传播，２０１９（３）：３８－４２．
［３７］ＣＨＡＶＥＺ Ｍ， ＨＯＥＷＥ Ｊ．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 Ｍｅｘｉｃｏ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３－４）：１８１－１９０．

［３８］ ＨＡＲＲＩＳ Ｂ．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２． ０：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Ｊ］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２０１３
（１）：１－１６．

［３９］相德宝．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 Ｊ］ ．当代传播，２０１１

（６）：９８－１０１．
［４０］冯海燕，范红．社交媒体环境下涉华新闻接触与对华态度：基于

在京外国人的实证研究［Ｊ］ ．现代传播，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１－１５７．
［４１］柯兰，芬顿，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Ｍ］．何道宽，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５．
［４２］姬德强．李子柒的回声室？ 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破界与

勘界［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０（３）：１０－１６．
［４３］张志安，李辉．海外社交媒体中的公众传播主体、特征及其影响

［Ｊ］ ．对外传播，２０２０（５）：７－１０．
［４４］鞭牛士． ＴｉｋＴｏｋ 推出新规则，限制官方媒体账号影响力［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４）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９９８９００４２０７３９５８６９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４５ ］ ＬＥＥ Ｊ， ＡＢＩＤＩＮ Ｃ． Ｏｅｇｕｇ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Ｊ］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２０２２（３）：
５４１－５５７．

［４６］张昆，张晶晶．动之以“情”：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 Ｊ］ ．中国

编辑，２０２２（１１）：３３－３７．
［４７］钟新，蒋贤成．跨文化共情传播机制探新：基于孔子学院院长访

谈的跨国比较研究［Ｊ］ ．东岳论坛，２０２３（２）：４９－６１．
［４８］何天平，蒋贤成．“共情”作为动力机制：国际传播视野下短视频

新闻的语态变革与情感化策略［ Ｊ］ ．中国出版，２０２３（１２）：１７－

２４．
［４９］张龙，蒋烨红，康骏驰．共情视域下中国非遗文化视频的国际传

播［Ｊ］ ．当代传播， ２０２３（２）： ４５－４９．
［５０］刘瑞生，王井．“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 Ｊ］ ．甘

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２）：１５１－１５９．
［５１］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

战略［Ｊ］ ．现代传播，２０２０（１）：４０－４６．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

Ｌｖ 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ａｕｄｉ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ａ⁃
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 ｔｏ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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